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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国际法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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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外军事基地对于保障国家战略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当代海外军事基地属于国际

地役的特殊形式,不存在无限的治外法权,不具有使馆“拟制领土”的法律地位。建立海外军事基

地需有硬法、软法作为支撑的国际法维度依据,除需国内法授权外,国家间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
务边界。海外军事基地享有有限的自治权、豁免权,东道国享有一定的管辖权,但权利的范围以尊

重东道国主权并支付相应对价为前提。通过制定完善《海洋基本法》等国内法、承认有限国家豁免

原则,为中国建设海外军事基地提供法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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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nternational Law Regulation of Overseas
MilitaryBaseConstruction
SIYu-zhuo,YUANZeng
(LawSchool,DalianMaritimeUniversity,Dalian116026,China)

Abstract:Overseasmilitarybasesplayanimportantroleinsafeguardingnational
strategicinterests.Asaspecialformofinternationalservitude,modernoverseas
militarybasesdonothavetheinfinitelegalrightsofextraterritorialpowersandthe
legalstatusofanembassy’sfictitiousterritory.Overseasmilitarybaseconstruction
shouldbebasedontheinternationallawsupportedbyhardandsoftlaws.In
additiontothedomesticlawauthorization,countriesshouldsignclearlytherights
andobligationsvia mutualagreements.Overseas militarybaseshavelimited
autonomyandrestrictiveimmunity,butthereceivingcountriesenjoysome
sovereigntyandthecorrespondingpriceofthepremiseshouldbepaidpunctually.
Throughtheestablishmentofthebasiclawoftheseaandotherdomesticlawsand
therecognitionoftheprincipleforrestrictivenationalimmunity,itmayprovidethe
legalbasisfortheconstructionofChina’soverseasmilitary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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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华网2017年7月11日报道,中国首

个海外军事基地当日在吉布提投入使用。海外军

事基地,是指主权国家在本土以外的他国或地区

领土驻扎武装力量、进行特定军事活动、建有相应

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地区[1]。派出军队的国家被称

为派遣国,接收他国军队的被称为东道国。当代

海外军事基地主要具备战略威慑、补给休整、情报

搜集、反恐合作等平台化功能。各大国均积极谋



求本国军力布局海外,2009年日本通过《海盗对

策法》为自卫队出境扫清国内法障碍,随后迅速在

吉布提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印度近年执行外向型

海洋战略,在安达曼群岛建立了军事基地。俄罗

斯国力虽大不如前,但仍出于战略目的保留了塞

瓦斯托波尔和塔尔图斯两个海外海军基地。
即便在吉布提已建立我军保障基地的情况

下,法学界对于海外军事基地的研究仍较少,对于

海外军事基地的特征、法律地位等基础性研究缺

位。而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依据是什么? 其他大

国的实践怎样影响国际公法的发展,其权利与义

务的边界阈值在哪里,又对中国建立海外军事基

地后的法律适用有何借鉴? 上述问题亟待论证,
以期为实践提供导向。

一、国际法语境下的海外军事

基地法律地位辨析

  海外军事基地应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在

本土范围以外建立,二是遂行派遣国军事任务,三
是驻扎派遣国武装力量,四是建立常备军事设施,
五是派出武装力量的须为主权国家。具备以上所

有特征即符合海外军事基地的完整特征。上述构

成要素决定了海外军事基地的国际法地位 当

代海外军事基地不同于租界,也非浮动领土,而属

于国际地役。

1.无“租界”的治外法权

租界具有鲜明的殖民色彩,如殖民国家通过

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主权领

土上强制性划定长期占用区域,且宗主国享有领

事裁判权等完全的治外法权。租界是被殖民国家

受胁迫而将本国领土根据条约“让与”(concede)
宗主国,而海外军事基地是一国将其部分领土“出
租”给另一国进行军事使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

海外军事基地绝大多数为法律地位平等的主权国

家通过签订协议产生,并约定租用费率、年限。海

外军事基地仅受主权国家委托而在基地范围内享

有一定的裁判权与豁免权,这种有限的权利来自

于东道国的授权,因而具有与租界根本不同的法

律地位。

2.并非“浮动领土”或“拟制领土”
使领馆被认为属于一国的“浮动领土”或“拟

制领土”,与之具有类似性质的是一国的航空器与

船舶。如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0条

规定,在驻外使领馆发生的犯罪适用派出国刑法。
根据我国《刑法》第6条的规定,在我国的船舶或

航空器内犯罪的适用该法。笔者认为,海外军事

基地与上述主体具有显著的不同。首先是设立的

依据不同,设立使领馆依据的是法律文件,世界范

围内已形成复杂的外交规范、礼仪、准则,而海外

军事基地则依据国家间的协议建立,无统一的法

律规制;其次,从事实上看,使领馆是国家间平等

设立的,需遵循“外交对等原则”,而海外军事基地

一般是强国派驻弱国,不存在相互设立海外军事

基地的对等关系。从物权角度分析,船舶与航空

器的所有权属于主权国家或其法人、个人所有,但
海外军事基地使用领土的所有权仍属东道国,派
遣国仅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目前没有主权国

家将海外军事基地的地位等同于本国船舶或航空

器,或将其解释为本国领土。因此,海外军事基地

的法律地位并非浮动或拟制领土。

3.属于积极的国际地役

地役,源自罗马法中的Servitude术语[2]127,
指土地所有人、使用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便利,
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国内民法上的地役关

系,以土地的相邻为产生基础,例如在相邻的土地

上开凿水渠等。地役包括供役地和使役地,由于

早期国际法认为领土主权与土地所有权属同类概

念,主权等同于所有权,因此地役的概念得以在国

际法上应用[3]。国际地役的主体只有国家,指供

地国根据条约或协定,为另一国的利益而对自身

领土主权设置特殊限制,例如“二战”期间缅甸允

许我国远征军过境至印度。按照奥本海的观点,
国际地役属于物权,即使拥有领土主权的主体变

更,也并不改变供役国领土的法律地位及主权,但
可由相关条约予以变更或废止[4]。例如菲律宾议

会在1991年否决了有关允许美军继续驻防菲律

宾的提案,决定不再与美国签订新的租借条约[5]。
东道国自愿提供地役的土地,是国际地役形成的

基础。若东道国基于武力胁迫等不平等原因提供

用地,则供役土地属于租界。国际地役分为积极

与消极两种。积极的国际地役指用地国有权从事

特殊行为,如驻扎军队;消极的国际地役指东道国

要求其他国家不得从事某些行为,如美国要求与

加拿大的边界地区互不设防。中国在吉布提设立

海外保障基地,依据的是与他国签订的条约或协

定,属于积极的国际地役,并未侵犯他国主权。

091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0卷



二、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

法律依据与适用

  1.硬法提供法律渊源

硬法是指由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具有普遍

影响力的国际法规范。《国际法院规约》第39条

列明了属于硬法的国际法渊源,包括普通或特别

国际协约、能证明为被接受为法律的国际习惯、一
般法律原则、在其第59条规定之下的司法判例及

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6]。对于建立海外

军事基地,国际法缺少广泛性的支持或否定。笔

者认为,这种缺少规制的情形有其特殊原因,首先

是能够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是为数不多的大国,
不具备形成国际法的一致基础;其次是已有的有

关法律文件对于其法律地位也未形成统一认识。
《南极条约》《外空条约》等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反对

建立军事基地,而《联合国宪章》《北大西洋公约》
则支持海外军事基地的建立。《联合国宪章》第

82条规定,联合国有权在托管领土内设立军事基

地开展维和任务,直接赋予了联合国在他国领土

上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合法性权利。判例对于国

际法的形成具有现实的张力。学界认为国际常设

仲裁法院对于1910年“北大西洋渔业案”的裁决

拒绝了国际地役的概念,但1929年智利与秘鲁间

的阿利卡议案又明确地使用了国际地役的概念,
国际法院在1960年“印度领土过境案”中,承认了

国际地役的存在,并且认为国际地役只存在于国

家之间。
国际习惯法在实际运用中能够产生一定作

用,但只适用于国家普遍接受、承认的法律义务与

共同利益。在没有协议特殊规定的情形下,对于

海外军事基地的规制存在一些国际习惯法。如派

遣国人员不受东道国的出入境管理制度与签证制

度的规制,依照东道国与派遣国的协议对派遣国

人员进行特殊手续管理,而海外军事基地对于使

用的领空无特殊规定时,一般认为派遣国军队只

能使用最少范围的必要领空[2]13。关于海外军事

基地人员犯罪的管辖权等问题,无国际法作出具

体规定,但习惯法认为东道国享有独立的法治地

位。例如,有关维和部队人员犯罪的管辖权问题,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曾指出由东道国对其境内的

犯罪行使优先管辖权,仅当东道国不能或不愿行

使管辖权时,才由维和人员所属国管辖[7]。

2.用软法间接形成适用规则

硬法具备一些天然的缺点,如通过的程序复

杂、形成规范性法律性文件的过程久远,由于利益

方博弈而经常夭折,硬法虽在强制力上优位于软

法,但后者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软法概念出自国

际法院首位英国法官麦奈尔勋爵[8],指原则上没

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软法

的制订 者 一 般 不 是 正 式 的 国 家 立 法 机 关,如

WTO等国际组织间的规则。软法有着快速、灵
活、方便的优势,软法简便的制定程序可迅速达成

协议、有效控制情势。当议题涉及军事基地等高

敏感性领域时,适用软法有助于解决争端。如美

国与苏联间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所签订的系列文

件,精确规定了双方导弹的数量、种类。从宏观维

度分析,被广泛接受的国际人道法规范,最初在军

队中使用,属于软法的范畴,反映了国际交往中的

共同愿望,成为海外军事基地中需要适用的软法。
当今世界认同的禁止武力打击和武力威胁等理论

性规则[8],同样需要在实践中运用。从微观的维

度分析,海外军事基地的军人及家属禁止利用免

税的地位从事海外代购等行为也属于软法的调节

范围。

3.国内法提供法律授权

关于能否建立海外军事基地,除了需要国际

法的规定外,最主要的依据是东道国与派遣国的

国内法规定。如菲律宾1987年《宪法》规定:任何

外国军事基地、军队或设施都不允许在菲律宾存

在,除非就此问题签订的条约得到菲参议院三分

之二多数批准[9]。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规定分

析,他国在我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请求是无法得到

法律支持的。为了寻求对于海外驻军的法律突

破,日本于2001年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授权

自卫队协助美军海外军事行动并使用武力[10]。

2008年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向索马里

海域派军打击海盗,2009年6月,日本众议院通

过《海盗对策法》,向索马里海域派遣海上自卫队。
日本为突破和平宪法以便在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

基地,接连通过《有事法制三法案》《七项有事相关

方案》等法案,在派遣武装力量程序、使用武力程

度等作出实质性突破,相关法规赋予日本政府为

打击海盗而先行决定派遣武装力量的权力,政府

可以在用兵结束后再向国会报告。建立海外军事

基地需要派遣国的国内法授权,除参与安理会授

权的维和行动外,我国法律对于在他国派驻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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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基地无明确的成文法支持。当前我国缺少对

于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内法支持,不利于为迅

速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提供法律授权与保障。

4.国家协议提供合作法律框架

实践中关于海外军事基地的设立、管理等相

关法律问题,多由相关国家订立的条约规定,但只

有主权国家才具有当然和完全的缔约能力。从形

式上看,协议必须是缔约国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
根据美国派驻海外武装力量的经验,其建立海外

军事基地的基本路径为同其他国家签订《部队地

位协定》,作为管理在东道国主权领土美方武装力

量的法律依据,如《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驻日美军

地位协定》《韩美部队地位协定》等。《部队地位协

定》一般分为核心条款与普通条款,核心条款主要

涉及刑事管辖权,普通条款则规制行政、管理、交
往等日常事务。由于大型航空器、船舶等机械会

造成较大污染,目前的协定还会涉及环境污染与

赔偿问题。

三、海外军事基地的

权利与义务阈值

  阈值,是指边界范围。同其他任何法律主体

一样,海外军事基地同样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其
权利与义务的来源为国际条约、习惯法及双边或

多边协议。若有关海外军事基地的协议能够将有

关主权、刑事、民事等相关问题均清晰规定,实践

中将很少产生争议。但从现实情况分析,任何协

议都无法将所有事宜均界定清晰。因此,厘清现

行法律体系下的海外军事基地权利与义务的边

界,对我国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1.权利的边界受限

(1)派遣国不拥有军事基地的主权

主权问题是设立军事基地的核心问题,笔者

认为,海外军事基地所占用领土或领海的主权仍

归属于东道国所有的基本原则不变。人类文明史

上关于海外军事基地的主权地位有三种类型,第
一种是派遣国拥有绝对主权,此种基地随着历史

的进步已无发展的空间。第二种是派遣国与东道

国共享使用,但主权仍归东道国所有。例如北约

各国的军事基地,可以为北约其他国家的军队所

使用。第三种是东道国拥有绝对主权,而派遣国

被授权部分权利,由派遣国管理使用。现今大多

数海外军事基地均属第三种,东道国拥有的主权

优位于协议规定的其他项权利。美军在百慕大群

岛驻扎时明确约定,美军基地在此拥有的权利是

基于英国的统治地位与主权。海外军事基地不能

成为派遣国领土或领海划界的依据,派遣国必须

严格遵守东道国的边界范围认定,不得据此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公约规定的划界规定。
(2)自卫权与有限的自治权

由于海外军事基地的敏感特性,派遣国具有

在军事基地区内拒绝东道国公民或其他人员进入

的权利。派遣国有权在东道国同意的范围内建立

识别区,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威胁。派遣国军队在

紧急情况或训练时,有权在营区范围内使用必要

的武器。海外军事基地在营区范围内享有一定的

自治权,根据1951年《北约组织成员国驻军地位

协定》第10条及有关行政管理的规定,当地驻扎

的派遣国部队官兵与军属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免
登记使用私人车辆等优惠政策。一般而言,海外

军事基地享有行政管理、税收征缴等方面的独立

性,但海外军事基地属于国际地役,其享有的权利

来自东道国的授权,海外军事之地并非法外之地,
东道国可使用合理手段对授权进行限制,从而在

事态发生变化时终止派遣国利用授权从事严重违

反国际法或东道国国内法律的活动。
(3)有限的管辖权

随着租界等殖民产物的消亡,列强拥有完全

治外法权的时代已过去,现有海外军事基地涉及

的管辖权问题基本由平等国家主体依协议约定。
由于签订海外军事基地租用协议的一般为友好国

家,因此对于争端的解决一般按照外交方式解决。
如《北约组织成员国驻军地位协定》第11条规定:
仅当协议没有约定时,成员国才可将争议提交北

约委员会裁决,否则按照外交途径解决争议。从

现实维度分析,海外军事基地涉及的活动可能引

起管辖权争议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海外军事基

地所属人员的个人活动,另一种是海外军事基地

军事活动与日常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第一种类

型容易引发裁判权适用的民、刑事争议;第二种主

要涉及海外军事基地所引起环境污染问题。在美

国与多国签订的《部队地位协定》中,民事、行政基

本规定是由东道国优先行使管辖权,而刑事管辖

权则因涉及到军人的敏感身份而纷繁复杂。《北
约组织成员国驻军地位协定》第7条规定,当派遣

国军事人员仅违反军事法时,由派遣国行使当然

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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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现行海外军事基地刑事管辖权模式分

析,其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某些类型

案件由美国军事法庭专属管辖,排除东道国的管

辖权。1996年《美蒙军事交流与互访协定》第10
条规定,美军士兵在蒙古的犯罪行为由美国法律

规制,嫌疑人交由美军当局控制,实际排除了蒙古

对于美军士兵涉及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第二种模

式是由东道国法院行使管辖权进行审判。例如

20世纪90年代,泰国是按照其国内法审判来访

美军士兵的犯罪行为。第三种模式是美国和东道

国对刑事案件均享有管辖权,并按照约定对特殊

案件分别进行优先管辖。现行海外军事基地的管

辖权模式中,采取第三种模式的较多。《北约组织

成员国驻军地位协定》第7条规定:派遣国可依照

其国内法,优先管辖其军事人员在从事公务时所

犯罪行,东道国可依照其国内法对派遣国士兵在

非执行公务期间的不法行为优先行使排他的管

辖权。
海外军事基地受其本身军事设施特性影响较

易引发环境污染,从而引发管辖权争议。目前,国
际社会依然缺乏对于国际环境污染犯罪的统一法

律法规。欧洲理事会《1998年刑法公约》采用分

类列举的方式列明了环境犯罪,确立了涉及多国

的环境污染案件由污染发生地国家管辖的原则。
从美国在处理其海外军事基地所引起的环境污染

案件时案例分析,其原则上承认该类纠纷依据东

道国国内环境法规处理。美军于1986年、1988
年分别两次造成日本嘉手纳基地环境污染,最终

将受污染土壤运回国内处理。另外美、韩在2000
年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协议中加入环保条

款,美国尊重韩国的环境法规并在造成污染后承

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及相关责任。
(4)执行公务时的豁免权

豁免(immunity),又称主权豁免,包括国家

豁免与外交豁免两种。实践中常体现在司法豁免

中,指一国法院非经他国同意,不得就对该国提起

的诉讼行使管辖,不得对该国外交官员或其国家

财产采取强制措施。主权豁免经历了从绝对主权

豁免至有限主权豁免的发展。绝对主权豁免中对

派遣国君主在另外一国的财产、行为,东道国法院

均采取尊重他国主权而予以不予受理的态度。有

限主权豁免区分管理行为和私法行为,当派遣国

人员履职时仍享受豁免,而当派遣人进行个人私

法行为时,不存在豁免。美国法院早期持有的观

点是绝对主权豁免,当一国允许另外一国军队过

境时,即根据这一事实承认了另一国军队的豁免

权。这个观点来自于经典案例 1812年The
SchoonerExchangev.McFadden案,该案由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判确认,军舰作为国家武装

部队的组成部分,在他国领土内享有管辖豁免。
英国法院则持有限主权豁免的态度,认为除非东

道国放弃,否则一国武装力量自然接受东道国法

律的管辖。美国法院在Wilsonv.Girard案后接

受了英国法院的观点,即东道国自然享有管辖权,
外国军队并不自然拥有豁免。

笔者认为,军队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在
对外关系中应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与豁免。如

1919年《关于管理空中航行的公约》第32至第33
条规定,军用航空器享有主权豁免。海外军事基

地在东道国也应享有一定的特权与豁免,例如合

法进入他国领海或内水的外国公用船舶包括军

舰,具有一定的特权与豁免。外国驻军在东道国

能享受到的豁免权,须视军队派遣国和东道国的

约定,东道国与派遣国之间须订立有关豁免的特

别协定才能使外国的军事力量在接受国享有主权

豁免。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2条规定

了军舰和其他政府船舶的豁免权,军舰常被视为

“船旗国的浮动部分”,按照船旗国管辖原则,派遣

国可以在船舶上行使公权力并提起诉讼。但是军

舰成员在外国登陆后的法律地位问题一直存在争

议。通说认为,如果军舰成员是为了执行公务而

登陆,则其继续处于本国法律的管辖下,享有豁免

权。若其仅仅为娱乐或消费的目的上岸,则其应

当受东道国国内法的管辖,不享有豁免权。1998
年2月,一架美军侦察机在意大利境内执行任务,
其飞行路线、计划均得到了意大利当局的批准,但
由于飞行员未按要求高度飞行,致1部缆车失事、

20人死亡。这起案件牵扯到刑事责任与民事赔

偿两个方面,虽然意大利方面表示了强烈不满,但
美国法院裁判由于飞行员在执行职务因而享有豁

免权。根据《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联合国各

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联合国特别使团公

约》《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表权公约》等公约的条文内容分析,尽管对外交官

员的特权与豁免作出了规定,但是上述条约并没

有对海外军事基地的成员作出排他的管辖豁免规

定。海外军事基地中的军队人员,从身份上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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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交使节的属性,不应享有外交豁免权。《北约

组织成员国驻军地位协定》第8条对于驻军人员、
文职人员及其家属的特权与豁免作了规定:除军

队成员执行公务以外,派遣国不得要求任何形式

和程度的豁免。迄今为止,我国没有关于主权豁

免理论的专门法律规定,我国在主权豁免方面的

立法尚属空白。

2.建立海外军事基地需要承担相应义务

(1)军事基地取得方式应合法

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其代表的是派遣国意

志,但派遣国必须努力增强其建立海外军事基地

的国际合法性,以求符合《联合国宪章》与相关国

际法准则。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

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对条约有效性的规定,要
使为设立军事基地而达成的条约合法有效,须至

少满足三个条件:①缔约主体需是能够承担国家

责任的国际法主体;②从形式上分析,必须是缔约

国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③从内容上看,缔约国双

方所创设的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不得违反国际

法。以武力征服手段获取海外军事基地的方法已

为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代表的现代国

际法所禁止,大国谋求在主权平等原则指导下,通
过谈判、协商等友好方法使得相关政治意愿合法

化已成为常态[11]。
(2)武装部队及附属人员遵守东道国法律

德国由于“二战”后的特殊地位,涉及海外军

事基地的活动比其他北约国家更为频繁,1959年

《北约组织成员国驻军地位协定补充协定》第45
条、第46条对军事活动作了明确规定,派遣国的

军事活动必须通知德国当局,即使协定无约定时,
派遣国的武装力量根据习惯法也必须遵守德国的

法律。英国下议院规定,美军在英国的军事基地

的变动、调整武装部队数量及军事基础设施建设

须征得英国同意。由于《北约组织成员国驻军地

位协定》对于法律问题规定较为合理,许多国家间

缔结有关海外军事基地协定时均以此为蓝本。有

关民事管理的内容,《北约组织成员国驻军地位协

定补充协定》作了明确说明,例如,海外军事基地

内的人员虽不用遵循一般旅客的出入境、边检程

序,但须随身携带能证明派遣国身份的文件(第5
条)、将驾照向派遣国注册获取能够在东道国驾驶

车辆的证明(第9条)、遵守东道国交通法规(第

10条)等义务。海外军事基地并不是法外之地,

其人员与装备除协议有特别约定外,须遵守东道

国国内法。
(3)禁止在人类共同遗产上建立军事基地

目前,国际法呈人本化趋势发展,国际法的理

念、价值、原则、规则、规章、制度等内容朝着注重

人类整体权利、利益的方向发展。当今国际社会

对在南极、月球、外太空等人类共同遗产上建立军

事基地持反对态度,如1959年《南极条约》第1条

规定:南极应只用于和平目的。一切具有军事性

质的措施,如建立军事基地、建筑要塞、进行军事

演习及任何类型武器的试验等均予禁止。1966
年《外层空间条约》第4条规定:禁止在天体上建

立军事基地、设施、工事及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

进行军事演习。1979年《月球协定》第3条规定:
禁止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装置及防御工

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及举行军事演习。人类

共同遗产不是某一特定国家或民众专属享有,而
是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各主权国家没有依靠强

权或协议在此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
(4)支付租金义务

海外军事基地属于国际地役,使用他国土地

应当支付对价货币或其他补偿。俄罗斯、乌克兰

于2010年签署《哈尔科夫协议》,俄罗斯以低于市

场价三成的价格向乌供给天然气以换取俄黑海舰

队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按年租金1.5亿

美元使用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基地。
日本于2012年在吉布提建成可以起降大型运输

机的军事基地并投入使用,租金为每年3千万美

元。2015年5月,美国与吉布提就莱蒙尼尔军营

达成续租协议,租期10年,租金为每年6千万美

元。派遣国无法按时全额支付租金时,东道国有

权中止双边协议并采取留置等措施减少损失。

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

法律规制建议

  纵观我国邻国的扩张路径,无不推行海洋强

国战略,积极开拓布局海外军事基地,保障本国战

略要道安全。当前我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
议,为维护日益庞大的海外利益,首先需要确保战

略要道安全。过去受国力限制,我国对于海外战

略采取保守态度,但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及国际情势的变化,中国将需要布局更多与

吉布提类似的海外军事基地,如何依据法律规制

491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0卷



妥善维护中国利益并与他国妥善相处,需要明确

的立法导向。建立海外军事基地,需要有国内法

作为派遣军事力量的依据。美国在其国内法中明

确规定了获取海外军事基地的法律程序要件,其

1972年《扎布洛茨基法案》规定了国会的知情权

及国务院的商议权,美国国务院据此制定了第

175巡回程序规则,对有关海外军事基地的条约

签订限定了包括相关机构审查、签约的主体有效

性等强制性要求。日本于2007年通过了《海洋基

本法》,要求建立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并由该部门

制定中长期海洋政策。目前,有关海外军事基地

的建立等相关内容在我国立法中尚属空白,在近

期制定《海洋基本法》及相关成文法的过程中,应
积极考虑增加取得海外军事基地的方式、明确军

队权利义务范围、引入有限主权豁免等内容,为海

外军事基地的建立提供法理依据与法律支撑。

1.适用积极的国际地役

对于我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获取方式,国内法

应明确适用积极的国际地役。目前存在的海外军

事基地主要通过签订协议或订立条约的形式取

得,用地国有权在协议范围内将土地用于特殊目

的,属于积极的国际地役。对于我国海外军事基

地的建立,明确适用积极的国际地役包含着下述

实质性要件:一是有关国际地役的协议或条约必

须在主权国家间签订。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46条至第53条的规定,条约具有相对和绝对

无效的两种情况。派遣国为获取海外军事基地而

与东道国签订的条约,不得违反公约的规定,否则

条约将失去国际法依据。同时,排除了在人类共

同遗产上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二是取得军事

基地的方式应当符合国际法的要求。禁止国家在

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已成为包括《联合国宪章》在
内的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通过恃强凌弱的丛林

法则获取他国土地以作本国军事基地的做法在现

代社会已无适用的空间。我国历来遵守《联合国

宪章》,主张以和平的方式维护国际秩序,适用积

极的国际地役将有效消除“中国威胁论”可能存在

的法理依据。三是国际地役属于物权,使用他国

土地应当支付对价。例如我国使用吉布提土地建

设海军后勤保障基地,应当支付土地租金或提供

其他有利于吉布提发展的对价形式。因此,国内

法尽早根据海外军事基地的相关国际法阈值范围

明确我国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权利义务,将有助

于更快更好地布局我国海外战略利益。

  2.明确军队的权利义务范围

根据美国、德国等国的经验,其在建立海外军

事基地时需与东道国签订《驻军地位协定》或《军
事合作协定》,以明确军队在他国的权利义务阈值

边界[12]。驻军协定的核心条款一般涉及以下内

容:一是主权问题。例如东道国仍拥有无可争议

的主权,但派遣国可与东道国就军事基地的其他

相关权利进行磋商让渡。二是司法审判程序。包

括相关案件的管辖权划分、重大刑事案件的程序

性要件等。三是驻军的权利义务问题。具体包括

海外军事基地的使用权、有限自治权、自卫权等权

利及支付租金、按照协议要求规模部署军队及武

器装备、遵守东道国法律等义务。驻军享有使用

海外军事基地的权利,同时在海外军事基地内部

享有有限的自治权,与军队有关的行政管理、税收

征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均需要在平等协商

的前提下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海外军事基地从

事军事活动的敏感性与保密性,驻军有权拒绝包

括东道国国民在内的无关人士进入基地的权利,
并在营区范围内使用必要的武器。但海外军事基

地属于积极的国际地役,东道国可使用合理手段

对驻军的权利进行限制,以防止驻军从事严重违

反国际法或国内法律的活动。

3.引入有限主权豁免原则

我国在海外用兵方面已有丰富经验,自1990
年参加维和行动以来,累计向20余个国家派出维

和部队。但我国在主权豁免立法上仍是空白,中
国有关主权豁免理论的立场散见于建国以来我国

政府的声明、司法实践、著作及参加的国际条约

中,从我国《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外交特权与

豁免条例》的相关规定分析,我国仍持绝对主权豁

免原则[13]。我国持绝对主权豁免的理由基于国

家平权理论,任何一个国家均无义务受制于另一

国的管辖,若一国对他国进行管辖,可能被视为司

法对于外交与主权的干预,以绝对主权豁免可确

保国家间的独立地位以反对霸权主义。但绝对主

权豁免存在弊端,若中国需要在他国领土设立军

事基地,那么譬如国家主权责任的承担,由部队士

兵引起的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纠纷的解决将无

从谈起。笔者认为,当前法律规定对我国在海外

设立军事基地形成了法理上的阻力。在当今全球

一体化形势下,有限国家主权豁免理论已占主导

地位。国际环境下法学研究不应片面化,而应放

在整体国际环境进行考量[14]。近年来,《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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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美国外国主权豁免

法》均反映了有限主权豁免原则的趋势。在派遣

国军事人员非执行公务时违反东道国法律,其受

制于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可以理解的。从欧美国

家实践看,如果部署驻军极少的军事基地,主权层

面与东道国发生法律冲突的几率极小。2009年

美国同平等国家波兰签订《美国驻军地位协定》,
驻波美军士兵在美军基地之外触犯法律,将接受

波兰法律的制裁。若驻波美军士兵在美军基地之

外涉及税务问题,也须遵守波兰的税务规定,保障

了波兰法律在波兰国土上的首要地位。在2005
年签署的《中俄联合军演临时协定》及2007年签

署的《上合联合军演协定》中,对于派遣国军事人

员在东道国所享有的一系列民事权利及有限豁免

权作了详细规定。根据《中俄联合军演临时协定》
第20条、《上合联合军演协定》第22条的规定,当
派遣国的军事人员在东道国境内触犯东道国法律

法规时,由东道国行使司法管辖权优先原则。因

此,应通过国内法的明确规定,在海外军事基地的

相关事务上适用有限豁免原则。除军队成员执行

公务以外,派遣国不得要求任何形式和程度的豁

免,为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清除法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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